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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谢蒨茂《一九三一年汉口大水记》（江汉印书馆，１９３１年版）是作者作为《新民报》记者亲身经历汉口大水灾况的翔实纪录，其相关

报道对于研究当年汉口水灾颇具史料价值；袁继成《人祸加剧天灾：小记１９３１年武汉水灾》（《楚天主人》，１９９８年第１期），王玉德、范存

俊、唐惠珊《１９３１年武汉水灾纪略》（《湖北文史资料》，１９９８年第４期），涂文学主编《武汉通史·中华民国卷（上册）》（武汉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版，第２１１－２１２页）均以编年体形式翔实记录了１９３１年汉口水灾；吴国柄《我与汉口中山公园及市政建设》（《武汉文史资料》，１９８８年第

１辑），济民《一九三一年武汉大水琐记》（《武汉文史资料》，１９９８年第２期），汪正本《一九三一年武汉大水琐记》（《武汉文史资料文库》第

６辑《社会民俗卷》，武汉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４６－４５１页）均以亲历者身份讲述了武汉水灾的相关情况；章博《武汉一九三一年水灾救济

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２００２年）、《论政府在灾荒救济中的作用———以武汉１９３１年水灾为个案的考察》（《江汉论坛》，２００６年第１２

期）及余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湖北的水灾及水利建设》（华中师范大学，２００５年）主要考察了汉口水灾中的相关救济工作；方秋梅《堤防

弊制、市政偏失与一九三一年汉口大水灾》（《人文论丛》２００８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４７２－４９４页）认为汉口水灾的原因

在于当时的堤防弊制及市政建设中“马路优先”原则之偏失。上述文章对于研究１９３１年汉口水灾颇有贡献，但对民国报刊中有关汉口水

灾的资料关注较少，本文着力予以梳理探究。

②诚如谢蒨茂《一九三一年汉口大水记·自序》所言：“这次汉口的水患，据说是空前的大灾。正惟是空前的大灾，所以被灾的人没

有应付的经验，不得不现出手忙脚乱的情形。然则把这次灾变加以纪录，使以后读到的人略略得到一些警戒，似乎是有益的。”

１９３１年汉口水灾述论
———基于民国报刊为中心的考察

朱 志 先

（湖北科技学院 人文与传媒学院，湖北 咸宁４３７００５）

摘要：１９３１年仲夏，持续近两月之久的水灾令武汉三镇“顿成泽国”，其中尤以汉口为甚，整个被浸“水中数尺

至丈余”。当时诸多报刊纷纷报道消息、发表评论，内容涉及汉口水灾的灾情纪录、原因探究、影响分析及各个

层面作何应对等诸多方面，及至灾后仍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反思，可谓真实再现了当年汉口大水的惨状。梳

理和探究这些报道、评论，对于当下而言亦不无警戒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汉口水灾；１９３１年大水；民国报刊；水灾原因；水灾影响；学界反响；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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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口位居长江中游，处于沟通上下游的枢纽
位置，每逢夏季雨水连绵之时，汉口便面临江水侵
入的危险。晚明以降，在汉官员已然明了江水对
汉口形成的危害，接连修筑防护堤以抵御江水泛
滥，如崇祯年间袁焻所修“袁公堤”、晚清张之洞所
修“张公堤”等。但是，肆虐暴涨的江水常常会突
破这些防线，给汉口带来巨大灾难。近代以来，尤
其是１９３１年的长江大水，使全国多个省份受灾严
重，而汉口尤以水灾持续时间久、受灾损失大而声
震国内外。当时许多报刊纷纷撰文报道和评论汉
口水灾，可谓是记载这场灾难的第一手资料。目
前学界对此加以系统研究者尚不多①。笔者拟通
过对民国报刊有关汉口水灾报道与评论的梳理，

勾勒其灾情，分析其原因，探究其影响，考察其赈
济，以冀有裨于世人②。

一、１９３１年汉口水灾之灾情

１９３１年８月，长江发生特大洪水。由于７月
份长江流域降雨量超过常年同期一倍以上，致使
江湖河水盈满。８月，金沙口、岷口、嘉陵江均发
生大洪水。当川江洪水东下时，又与中下游洪水
相遇，造成全江型洪水。沿江堤防多处溃决，洪灾
遍及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等
省，淹死１４．５万人［１］。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当属
中国的第二大都会———武汉。把整个汉口、半个
武昌、部分汉阳浸在水中数尺至丈余，长达一个月
到两个月”［２］１－２。全国救济水灾委员会一致认为，

汉口水灾“较各处为甚，惟有以大批款项，作大规
模之救济”（《申报》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０日）方可。当
时众多报刊纷纷对汉口水灾灾情进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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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汉口水灾的整体性报道

１９３１年８月，《新民报》记者谢蒨茂在《一九
三一年汉口大水记·自序》中称：“这次汉口的水
患，据说是空前的大灾。”《国闻周刊》１９３１年第３２
期《军队与救灾》言：“汉口之大洪水，尤为空前未
闻之大浩劫。”《银行周报》１９３１年第３２号《水灾
后之危机》指出：“武汉全镇，竟至覆灭。”《银行周
报》１９３１年第３３号《水灾严重中之救济情形》又
言：“鄂渚之三镇，昔日繁华，顿成泽国。”

①见《国内一周大事日记》（《国闻周刊》，１９３１年第３２期）。按：１９３１年８月８日《大公报》亦载：“一片汪洋万家号啕，汉口之空前大

水灾；居民皇皇栖止无所饥肠待哺，洪流滔滔全市街巷均可行舟。”《一九三一年汉口大水记》中称“汉口市全部陆沉”。８月１３日，汉口各

街市积水最浅者也有三四尺，汉口唯一的游乐场所中山公园亦浸在水下丈余，民生路等地最深处约三丈余，出现“流尸飘荡，收不胜收”

的惨象。当时有打油诗云：“街上行船不见浪，冲到百姓房屋上。只说汉口有水灾，不知何日得安康。”

《国闻周刊》１９３１年第３７期《水祸吁天录》一
文对汉口水灾情况予以分析和总结：

　　　　统计汉口水灾，可分为三期。七月二十
八九水入市区为第一期，被水者仅限于江滨
及特二三区法界一带，水深处仅三尺许。八
月二日丹水池决口为第二期，除特一区地势
高亢，日租界防堵得力外，全市无一片干浄
土。十四日至十七日为第三期，川水与襄水
奔腾而至，江面逐日增长五寸至一尺不等。
日租界亦被波臣征服，江水自八月二日灌汉
口，至十八日达最高度，直至九月六七日开
始退却，亘一月余日。
国松《汉局水灾之呼吁》（《电友》，１９３１年第９

期）亦载：

　　　　此次汉市水灾，汪洋数十里，浸淫几两个
月，灾情奇重，痛苦万分！虽云我国今年水
灾，遍达十六省，不独汉市一隅；然调查各地
灾情，水势之来，未有汉市之猛且大，受灾之
时，未有如汉市之长且久者！据外国专家报
告，认为汉市水灾，与日本地震相比拟，故全
国水灾赈务委员会，以至全世界慈善家之目
光，无不以汉市为中国水灾之中心点。
（二）有关汉口水灾的具体记载
《国闻周刊》１９３１年第３１期《水灾惨重与救

济》一文专门有“汉口惨重”一目，指出：“长江一带
水灾以汉口最为惨重。七月三十一日汉口谌家矶
江岸沿江铁道溃数口，长七八十丈，迄未堵住。江
水高五尺内灌，后湖已成泽国。”８月２日早晨，居
仁门间单洞冲破时，“当街居民溺毙甚众。老啼幼
哭，惨不忍睹。模范区及中山路陆地行舟。卯刻
溃决，全汉口市迄午，半在三四尺水中生活，迁徙
者惨不忍睹”。《国闻周刊》１９３１年第３２期《全国
水灾惨重》载：“本年水灾遍于全国，迄现时止，全

国遭水灾者已十六七省，灾民达七八千万，茫茫神
州其真陆沉乎？而情形最惨重者首推汉口。”随之
从“汉口洪水横流”“重要街道水量”“难民情形一
斑”及“未来时疫可畏”四个方面记述汉口水灾灾
况。８月３日，“被灾区域益广，市政府及济生马
路之房屋，水已登楼，中山、民权、交通各路均已盈
尺”。８月４日，“后湖一带一片汪洋，偶见树梢屋
顶，及高耸之烟囱露出水面”［３］。８月８日，“汉口
浩劫灾民十五万人待赈”；８月１１日，“汉口江涛
怒涨狂风毁堤，刘家庙风吹屋倒，毙人无算”；８月

１３日，“武汉江水又涨，情事万分严重”①。８月１４
日，“汉口江水达五十一尺八寸”［４］。８月１６日，
“江水已达五十二英尺九英寸。汉市殆全毁灭。
江水仍然续涨”［５］。陆征宪《水灾祸国记》载：１９３１
年８月初，武汉市全部淹没，当时长江水是五十尺
一寸，若果江岸水标是四十六尺六寸，则江水与江
岸相齐，８月１９日江水已达五十三尺六寸，比以
往最高的同治九年时的水位还超过三尺［６］。８月

２２日，“汉口各处水深十英尺十二英尺十五英尺
不等。江水记录五十三英尺四寸，仍有增涨之
势”［７］。白郎都《民国二十年之长江水灾》言：“自
七月二十三日至九月二十三日，止是两月间汉口
各地均遭淹没。”［８］

（三）有关汉口水灾的灾情记载
《教育周刊》１９３１年第８８期《全国大水灾情

纪要》称：“八月中旬，汉口全市几已陆沉……无家
可归者总计当不下二十二万之数，待赈者约十五
万人。”

《圣教杂志》１９３１年第９期《时事摘要·各省
水灾》载：

　　　　本年水灾遍于全国……沿长江一带集无
一地幸免，而尤以汉口及两湖灾情最重。汉
市居民几尽处水中，汉口区之灾民在二十万
以上，虽经各官署慈善团体组织救护队，而被
收容者，仅达五分之一，此诚令人酸鼻。
《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１９３１年第６期

《民国二十年水灾记》载：

　　　　鄂省水灾之惨重，从时间言，为八十三年
所未有。从空间言，则全省六十八县，半遭巨
浸。至汉口为鄂省精华所在，又为大江商业
中心。经此大水之后，将来影响之大，概可知
矣。查该市自上月二十六日水浸入特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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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二十九日法租界大智门东站附近皆成泽
国，至本月一日丹水池渍破，铁路外水，渐与
路基齐。四日，水势泛滥，市内已在水中央
矣。其时惟偶见树梢屋顶及高耸之烟囱露出
水面而已。水之深处达三丈，浅处已数尺。
据闻长江水量，在汉过去水标最高为五十英
尺半，此次达五十三尺半，而江面前仅一英里
有奇，今则数里以上，若江堤不溃，其高尚不
止此数也。
《纺织周刊》１９３１年第１９期《武汉水灾》载：

　　　　今年遍地均告水灾，而武汉为祸最烈，长
江水量日日加涨，汉口一片汪洋，全部陆沉，
虽最高之黄陂街，防患有力之日租界，均已不
免，铁道路线，亦没水底，人民荡析离居，几无
逃生之所，武昌全城亦水中，古称洪水猛兽，
不图祸烈至此也。

①《国闻周刊》１９３１年第３４期《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称：“现汉水量较六十一年前高三尺，实出意料之外。管理堤坝容有不注意

处，然以本年之大水，纵十分注意，亦难防止云。由此观之，汉口水灾，实非人力所能御防也。”

②见《水祸吁天录》（《国闻周刊》，１９３１年第３７期）。据汪正本《一九三一年武汉大水琐记》载：面对急剧上涨的江水，武汉警备司令

夏斗寅没有指挥官兵积极抢险，而是陈设香案祈祷龙王爷（参见《武汉文史资料文库》第６辑《社会民俗卷》，武汉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

４４８页）。涂文学主编《武汉通史·中华民国卷（上册）》（武汉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１５页）亦有此说。

③见《长江流域第三次水灾》（《圣教杂志》，１９３１年第１０期）。按：竺可桢、刘治华《长江流域三十年未有之大雨量及其影响》指出：

“此说是否成立，当有待二十二年后之事实证明也。”（《时事月报》，１９３１年第７－１２期）。

综上所述，可见１９３１年汉口水灾之特点：水
势凶猛，旷日持久，危害极大。

二、１９３１年汉口水灾之原因

１９３１年汉口水灾灾情严重，涉及范围广，当
时各阶层人士撰文直陈其原因。有认为系迷信传
说耽误防水；有认为是地理学和气象学方面的原
因；有认为是防患不当，筹措不力；有认为此次水
灾系天灾，非人力所能抵御①；甚至有认为系西方
殖民政策所致［９］。

（一）迷信传说
有认为是汉口人把龙王庙毁了，所以龙王显

灵用大水来淹没汉口；有认为汉口人心太坏，大水
成为不可抗拒的惩罚。许多人甚至一些知识分子
也信以为然，动议水退后重修龙王庙，此类人只有
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２］６。“汉市公安局曾拟呈请
恢复龙王庙，以安市民之心”②。

（二）地理学和气象学方面的原因
谢蒨茂认为造成此次水灾是由于地理学和气

象学方面的原因，从地理学上而言，汉口地势较
低，成为青海、四川以及陕南、豫西、豫南等地水道
的汇聚点，然后再东行入海，而汉口则为长江流域
中心的一个大盆地，市区西南临襄河，东南滨长

江，北枕后湖，形成一个三面环水的三角洲，这种
三面环水的三角洲地带，在地理学上是常受水灾
之地。从气象学上而言，每年春夏之交受北半球
季风影响，雨量增多，而汉口以西的长江流域各省
雨量势必增加，故夏秋之间长江水量比高，由于宜
昌以上多山地、荆州以上多丘陵，故江水不至泛
滥，而汉口则为盆地，故江水在夏秋之季几乎一定
泛滥。１９３１年，因南洋方面的暖湿空气侵入中国
南部，与来自中国北部的冷空气相接触而形成雨
水，故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流域的水量皆比往年
增加，依往年的惯例，每年夏秋之交，中国东南沿
海必有飓风将湿暖空气吹散，降雨就会停止，但

１９３１年东南沿海却没有出现飓风，因此该年份的
降雨持续时间久且水量极大，水灾便难以避
免［２］７－１１。

有认为是太阳黑子的周期性反应。１９３１年
第１０期《圣教杂志》载：近四十年汉口有三次水
灾，分别是１８８７、１９０９和１９３１年，“据各地老者言
咸谓此次水灾之严重，人民损失之巨大，有甚于前
两次者多矣”。这三次水灾均相距２２年，是太阳
黑子运行周期１１年之倍数，“好似长江流域大水
灾之周期也”③。

（三）防范不当，筹措不力［１０］

虽然汉口在地理位置上属于水灾易发地段，

倘若政府及民众的防患意识强、措施得力、行动积
极，尚不致于汉口全市陆沉。民国报刊对政府及
民众有关防灾、救灾的不当记之甚多。
有认为市民缺乏防患意识。如江水最初侵入

市内，主要是外交部汉口特三区市政管理局放弃
职守，导致江水由该区江岸直入市内；单洞门一
带，由于监工未能及时给予工人宵夜费，导致工人
消极怠工，以至于溃堤，使济生一二三四五马路，

全部淹没于深水之中［２］４０。郑璜《南湖蚕桑场水
灾后迁移厂址之商榷》（《农业季刊》，１９３２年第２
期）亦指出：“今年水灾奇重，为从来所未有，固是
堤防未修之过，究其根本，在人民强占水的位置，
以兴农桑，而水来力争，有必然者。”
有认为政府筹措不力，未能积极兴修水利。

《国闻周刊》１９３１年第３２期《全国水灾惨重》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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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以汉口为例进行介绍。１９３１年７月２６日，
“江水盛涨。特三区（即旧日英租界———引者注），
低洼之地，有水侵入，市府及特三区管理局，漠然
不以为意，而日侨奔走骇汗，赶购沙包……华人且
嗤之以鼻，指为无事自扰”。７月２９日，“法租界
大智门车站附近，至伟英里止，皆成泽国。各处始
手忙脚乱，为亡羊补牢计，用汽车装运沙包堵水，

而工作拙陋，殊不足以阻水神之大驾。……铁路
单洞门久失修葺，蚀剥不能胜任，倍受水之压力，
势益不支。（八月）一日上午，已成涓涓不绝之势。
市府、水利局、路局接得警报，曾派员实地勘察，彼
等仍采取安详之步骤，未闻有何布置。二日黎明，

①黎少岑称防堵单洞门时，防汛部门所拿出的防汛物资仅是一千条麻袋，可谓筹备无力。参见黎少岑：《武汉今昔谈》（湖北人民出

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１０２页）。

②见记者《全国空前罕有之大水灾》（《时事月报》，１９３１年第７－１２期）。《军队与救灾》一文亦指出：“抑闻汉口日租界地势最低下，此

次独免被水；盖当水初涨时，日侨全体即拼命作堵水工程，故得免祸。”（《国闻周刊》，１９３１年第３２期）《国闻周刊》１９３１年第３７期《水祸吁

天录》载：当７月３１日“特三区已全浸水中。而日侨则以全付精神组织水灾防御会，在江岸配备沙包，并以泥土夹板为二道防线，河伯初

亦取避实就虚之主义望望然去之。”

③１９３０年蒋阎战争时，宋子文大肆挪用汉口修堤积存金，湖北水务部门亦不重视张公堤等分堤的修缮工作，导致洪水到来时出现溃

决。参见钱俊瑞：《钱俊瑞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０－２１页）。

单洞门遂宣告解除责任，轰然一声，水势倾注，骤
若奔马，居民从梦中惊醒，哭声震野。三日被灾区
域益广，……武汉总部行营，亦化为一座水晶宫
矣。”①

沈怡《水灾与今后中国之水利问题》（《东方杂
志》，１９３１年第２２号）载：“此次武汉之大水，则更
属骇人听闻，考其原因，不外近年水利不修，干支
日就淤浅，诸湖受水之区，其洲渚复被私人纷纷侵
占，以致水无所容，横决为灾。加以本年七八月
间，各地雨量之多，面积之广，异乎寻常。上游又
无森林及相当工事，水势直流急下奔腾泛滥，莫可
抵御。武汉三镇适当江汉之冲，支干同时并涨，纵
堤防如何坚固，恐在此种情形之下，大水仍可漫堤
而过，况其本身原甚薄弱者耶？”李英浒认为汉口
造成水灾的原因在于河道淤塞，容纳不及而泛滥
成灾［１１］。据称，１９３２年汉口的江面还没有１９３０
年汉口的江面宽阔。

《国闻周刊》１９３１年第３３期《大水后之防疫
问题》载：

　　　　沿江涨水，汉口全市直有灭亡之虞。
……此次水灾损害所以如此重大，事前与临
时之防范不周，为一重大原因。但观汉口日
租界迄今尚未浸水，而其他区域，早一片汪
洋，则中国官吏之溺职，人民之疏忽，可以因
比较而证明。

譬如，“汉口日租界所处之地势实极不利，因日租

界地面较低于他处，然终以堵防得力，抗拒有力，
而受害反在最后”②。同样，美国密西西比河常有
大水，但防患得当，人民受患极小。荷兰被海水淹
没的可能性更大，但有好的堤工，故荷兰人可以高
枕无忧，安然度日［１２］。
有认为系政府官员玩忽职守、中饱私囊所致。

１９３１年８月２１日《大公报》《谁造成汉口水灾》一
文指出：当汉口出现江水泛涌时，“该区管理局毫
未留意，省市当局亦不加闻问。待江水溢岸，沿江
江汉关前渐成泽国，该局始以木板泥砖，略筑矮坝
于各面江路口”，不到两天，随着江水上涨，“简薄
之矮坝，正似螳臂挡车，顿被冲决，于是第三特区
马路全被淹没”，而新任汉口市市长何葆华却玩忽
职守，“不筹一预防之策”。

《国闻周刊》１９３１年第３７期《水祸吁天录》
载：

　　　　湖北省政府中人，有用政府名义以数百
万修堤款经费，存在贩卖鸦片之川江龙公司，
博取重利，结果该公司借故倒闭，堤款全失，
以致沿江堤工，未能修理。

《抗争》１９３３年第８期《人造的水灾》指出：

　　　　一九三一年武汉大水灾的教训，沿江土
地人士为保障其田园庐墓之故，曾短衣缩食
搜集巨款，当时并拨各埠赈款的一部分预为
筑堤之用。在人民方面，已尽未雨绸缪之责，
乃目前江水暴涨，险象丛生之时，突然发现堤
款久假不归的事实。

据有关资料显示，堤款赈款成为官吏们挥霍滥用
的资源③。
汪正本《一九三一年武汉大水琐记》指出：在

修张公堤时，官员中饱私囊，以致于“修复张公堤
所用的面粉，可以堆一座面粉张公堤”［１３］４４９－４５０。
民众知有私而不知有公，缺乏国家观念，在遇

到灾难时，只有自保，难及国家。政府防灾意识淡
薄，遇灾时未能充分积极应对，相互推诿，唯利是
图，更加剧了此次水灾的危害性。

三、１９３１年汉口水灾之影响

１９３１年大水使繁华的汉口成为一片狼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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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国，其破坏程度之大，震惊国内外。１９３１年９
月１日《中央日报》刊文指出：

　　　　汉口方面，商人之经济损失从各方面估
计，自水患之日起，截至现在止，总在一万万
元以外，政府方面，种种建设之损失，亦在三
四千万之数，似此情形，再加以各县人民屋
宇、禾苗、畜牲种种之淹没与毁坏，总计其数，
自亦应以万万为单位。
（一）生命财产损失无数
武昌收容灾民七万多人，汉口灾民有二十余

万，在汉两万余商店中有一半以上歇业［２］９１。《国
闻周刊》１９３１年第３３期《将毁灭之汉口》载：汉口
“水浸日久，屋基动摇，每小时内有数百房屋倒塌。
数千人绝食，渐将饿毙，许多难民救援全断，死亡
数目不可胜计。”《国闻周刊》１９３１年第３４期《一
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载：汉口仅８月２１至２７
日，一周间，溺死于洪水者就达１　７００人。
陆征宪《水灾祸国记》披露汉口大水灾况：

　　　　自丹水池及单洞门溃决后，汉口全市除
大（枣）街、黄陂街的最高地略有干土外，其余
各地都被淹没，最深的地方水达二丈，浅处也
有几尺的水，淹死的人畜，已经不可算计。无
家可归的灾民总计在二十二万以上，待赈的
约十五万人。财产的损失，除政府种种建设
的损失还没估计外，只按各项商人和私人的
经济损失来论，已在一万万元以上了［６］。
湖北农业技术研究会《民国二十年水灾后整

理农桑畜棉稻五场计划书》指出：

　　　　此次大水为灾，乃非常之事变，武汉各场
均蒙莫大之灾害。地面作物，悉被淹没，甚且
场屋灭顶，全部坍塌。举凡近数年来各场锐
意试验之种种成绩，尽付东流［１４］。
（二）对汉口商业、金融业的影响
引起物价飞涨。诸如米商囤积居奇，哄抬米

价；大椒豆由两百钱一斤涨至四百钱一斤，冬瓜南
瓜由每斤八十文涨至一百六十文，等等，价格上涨
可谓“有一日千里之势”，而新上市白菜的价格，更
是“尤为不可思议”［２］１６。
对中外贸易的影响。《中行月刊》１９３１年第３

期《汉口水灾与对日贸易》一文载：

　　　　汉口每年输出米量不下二三十万吨，本
年因洪水为灾，陷于不能生产状态。此外，如
桐油、大豆、芝麻、菜种、高粱等汉口重要农产
物完全杜绝输出。日本对汉口贸易将全然中
止。汉口各项商品总输出额，一九二九年为
一亿九千六百八十七万海关两，一九三○年

为一亿五千七百万海关两，其中输出日本者
占多数，由此可以推知此次水灾影响日本对
华贸易之巨大矣。

１９２８年汉口出口值达到１７　８２９万海关两，次
年开始下降，１９３１年剧降至９　３９３万海关两。自

１９２２至１９３０年汉口进出口贸易一直保持出超，

１９３１年因洪水泛滥，变成入超 ２　０５３万海关
两［１５］。
导致商业萧条。肇民《市民应全体动员防御

水灾》（《汉口商业月刊》，１９３５年第７期）载：

　　　　（民国）二十年洪水，汉口沉浸于水者，达
二月余。一切公私损失，迄今虽尚无正确统
计，然就商业一部分言：据汉口营业税局发表
数字：大水前纳税商号约一万五千余户；大水
后，则减至一万三千余户。大水前税收标准，
每月营业金额达二千八百万元；大水后则减
至二千一百余万元。其创痛巨深可知。然二
十年大水犹承十八九年极度繁荣之余，公私
财力，尚可图谋善后，故虽遭受巨变，犹堪勉
为应付；但各业已自兹陷于苦境矣。
《纺织周刊》１９３１年第１９期《武汉水灾》称：

　　　　汉口为我国棉花最大集散之市，陕豫湘
鄂之棉多聚于此，而川省纱布仰给于沪汉者，
又必取道于此，以是商业之盛，仅亚于沪粤。
今兹被灾，人民救生之惶，宁复有业，即此有
形无形之损失，实不可以道里计。

１９３１年《教育周刊》编者评述汉口水灾的影
响时指出：

　　汉口大水，为百年来所未有，各轮栈公司
房之第一层完全没去，低浅之货栈，淹水达十
余尺，货件漂流。各轮船公司虽有特造天桥
木塔以供货物起卸，然来货完全断绝，中国中
部之唯一商埠，商务已一蹶不振矣［１６］。
商业萧条引发金融业衰退。《银行周报》１９３１

年第３２号《汉水灾影响沪金融》记载：

　　沪金融界向来与汉埠金融界及各商业往
来款项，进出甚巨，夙仰商货流通，银根赖以
周转，此次汉埠全埠水灾，商业中辍，大好商
埠已成泽国，对于银款势无往来之可能。据
调查所得，放与汉埠往来定期及不定期之款
项，不下五六百万之巨。现居年关虽然尚远，
而光阴荏苒，转瞬即届，不知可能清偿否？依
照沪埠金融中人之希望，如能有半数归赵，已
觉非常庆幸，就此可见汉埠营业困难之一斑
焉。
《中央银行旬报》１９３１年第２３期《汉口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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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势》载：１９３１年７月下旬，因水患阻断交通，导
致“各路货物来源中断，商业停顿，市况清淡已极，
一旬中拆息竟有数日无市，月底比期，银钱收交并
不踊畅。”《中行月刊》１９３２年第６期《汉口日货贸
易商完全破产倒闭》载：“汉口自遭水灾后，百五十
家钱铺中，倒闭者已有三分之一。”鲍幼申编《湖北
省经济概况》（《汉口商业月刊》，１９３４年第１２期）
云：“汉市各银行之业务，在放款方面，多以货物押
款为大宗，民国二十年大水灾之发生，汉市各银
行，多半损失不赀，尤以一般自设有货物堆栈者，
受患更巨。”在这次水灾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
口分行因货栈所放货物被水淹没损失在一千万元

以上，重庆聚兴诚银行汉口分行损失在一百万元
以上［１７］７８０。

（三）导致灾疫出现

１９３１年大水时，汉口顿成泽国，一潭死水在
烈日高温下曝晒浸泡数十天，卫生状况之差可想
而知。《国闻周刊》１９３１年第３２期《全国水灾惨
重》言汉口的“公共卫生，今日已无讲求之余地。
其在江岸附近之被水区域，水势流动，尚无腥秽之
气。若在市府及模范区一带，水由铁路外侵入，龌
龊污臭，令人作呕。况附近菜圃农场，均为水神税
驾之所，乡人无需乎肥料，遂演成空前绝后之粪涨
问题。水区多属楼居，每当薄暮，各就窗口倾洩秽
物，此情此景，殆浮于鲍鱼之肆。至露宿之灾民，
就地粪溺，蚊蚋攒聚。”《国闻周刊》１９３１年第３７
期《水祸吁天录》亦称：

　　　　市民对于公共卫生之观念，甚单薄，公然
倾洩，略不顾虑。警士在水区中之工作，笨拙
如牛，不能一一绳之以法。在水势较深之际，
其流动力尚强，迨水浅而流缓，臭恶之气，烈
于鲍肆。十里洋场，纳污藏垢，数十万居民，
皆棲息于羶腥中。无怪虎列拉、赤痢、伤寒、
恶疾，蔓延各地。
水灾过后，必有疫灾。况且在此种极度恶劣

环境中，更加助长了各种传染病的滋生。
国松《汉局水灾之呼吁》（《电友》，１９３１年第９

期）称：汉口“白昼阳光张焰，积水便溺狼藉，恶气
袭人，不胜掩鼻，夜间蚱蜢蚁蚋，会集室中，争食人
肉！遂至疾痢流行，病者什九……”。《教育周刊》

１９３１年第８８期《全国大水灾情纪要》载：“武汉灾
民近日患肠胃痢疾者甚多，有则发生急性传染病，
不可救治。”《中华医学杂志》１９３２年第１－６期《湖
北卫生防疫之工作报告》称：汉口“疾病统计，以痢
疾为最多，霍乱次之，疟疾及急性肠胃炎又次之。”

１９３１年８月２３日《大公报》载：

　　　　武汉两市华界情形，成为困苦死亡之窟
宅，两市自变成泽国以来，死亡者至少达１万
人。赤手无家可归者，达４０万人，每日死于
痢疾与伤寒者甚多。医药界预料，洪水退后，
必将有恶疫盛行。
当时《国闻周刊》对汉口疫灾情状报道甚多。

《国闻周刊》１９３１年第３３期《将毁灭之汉口》载：

　　汉口无地无水，最高之地，水深四尺，一
种疹状伤寒疫症，已开始蔓延，当局无法防
止。……霍乱及伤寒蔓延于水深八尺之华
界，毫无医药救济。虽有金钱，购买生活必需
品亦颇困难。水塔崩溃，饮水供给，亦生恐
慌。数万病人因暴露在外，及缺乏食品不能
救济，惟有待毙。嗟嗟，汉市人民何辜，罹此
未有之浩劫？

　　《国内一周大事日记》载：８月１８日“汉口灾
民发生急性传染病”。《论评选辑》专门谈及汉口
“大水后之防疫问题”［１８］。《国闻周刊》１９３１年第

３４期《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指出：武汉附近积
水中“充满腐败食物，漂浮人畜之尸体及污秽等
物，无法排除，恶气蒸发逼人，亦无法逃避，更有染
病之危险。刻因时疫死者达数千人”。汉口“每日
死于痢疾与伤寒者甚多”；“洪水退后，必将有恶疾
盛行。各处情形纷扰，灾苦情形，殊难描述……最
可怕者霍乱、伤寒、窒扶斯等传染病，以非常速度
蔓延于武汉区域。当局仅忙于设法供给数百万难
民之食物，无暇防御”。《国内一周大事日记》载：８
月２１日“时疫蔓延”；８月２２日“汉口因饥饿时疫
死亡日多”［１９］。
对于日益扩散的疫灾，汉市公安局、卫生管理

处、省市立医院共同组设防疫事务所，积极进行防
疫消毒，但由于仓促使然，效果并不理想。汪正本
《一九三一年武汉大水琐记》中载其亲眼所见汉口
水灾后痢疫流行，“疫症发生后又少急救医药，医
院病床少，医疗技术落后，对迅速传染如火燎原的
疫症痢疾，束手无 策。致 死 亡 枕 藉，哭 声 满
城！”［１３］

１９３１年大水灾导致汉口生命财产损失无算，
商业、金融业因之萧条，以及各种传染性疾病流
行，使这座素有“东方芝加哥”之誉的繁华之城，变
成了死气沉沉的人间地狱。

四、１９３１年汉口水灾之应对

面对汉口此次百年不遇之重灾，无论政府层
面，抑或民间团体、个人，乃至国外人士，纷纷想方
设法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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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救济
成立湖北水灾急赈会救济股。７月３１日，派

出五个救济组，携带救济水及馒头向张公堤附近
灾区进行救济，散发馒头一万五千余件，救济水五
百余瓶；８月１日又散发馒头一万三千余件。到８
月１日止，慈善会内收容所共收留灾民８００余人，
后来各个收容所均满负荷运转。随后又成立水灾
急赈委员会（集中各界力量办理本省水灾急赈事
务），常务会员由在汉军政商界及慈善界负责人担
任。由于水灾严重且波及面广，在汉慈善团体虽
尽力施救，但无奈杯水车薪，出现“灾民之呼号虽
切，而实惠之施，仍尚无所见”［２］２６－２８。１９３１年８
月２８日，蒋介石乘永绥舰到汉视察水灾，２９日
夜，“视汉口各溃口”，随后指示财政部饬令汉口中
央银行划拨三十万救灾款，让湘赣两省开放米
禁［２］１２１。

（二）民间救助

８月 ２０ 日，汉 口 商 会 通 电 全 国 呼 吁 赈
济［２］１１９－１２０。时任湖北省水灾急赈会常委兼救济股
主任蔡辅卿不顾年迈之躯，派遣多个救护队救助
灾民，并在武昌、汉口两地设置救助站，收容灾民
数万人。由于灾后疫情蔓延，蔡辅卿又组织医疗
队奔赴各处救治［２０］。
武汉大学由校长王世杰倡议，全校教职员工

尽力捐助月薪作为医药费及赈款，并约集仁济同
仁医院商量防疫办法［２］６０。水电公司经理刘少岩
雇用数十艘船只运载自来水发往各收容所，避免
灾民饮用积水发生疫病［２］５９。
各个同乡会积极运送灾民回乡。湖南在后湖

及武泰闸务农者较多，湖南旅汉长郡同乡会会长
石和湘等发起临时水灾急救会，雇用船只运送一
千二百余名乡民返湘。旅汉黄陂同乡会亦组织小
轮船运送乡民回家，以减少乡邻的损失［２］６２。上
海宁波同乡会、绍兴七县同乡会及上海四明公所
等亦积极组织船只免费来汉护送同乡返乡。旅沪
甬人张寿镛得知汉口灾情危急、在汉宁波老乡欲
返乡却无船可乘，便个人筹资从宁绍三北轮船二
公司调三艘轮船来汉转运同乡［２］１２５－１２６。

１９３１年９月，虞洽卿在上海组织武汉水灾急
救会，积极救助汉口灾民。“虞洽卿一面募集捐
款，组成医疗救护队，携带救援慰问物品，由三北
公司派出专轮新宁兴号开赴汉口救济；一面汇款
千元给三北汉口分公司经理殷惠永，殷接到汇款
后购备馒头等食品，连同上海运来的救济物品立
即派出扬安、宜安两拖轮携之驶往难民汇集的张
公堤等处分发，并通知难胞如欲回乡可免费搭乘

新宁兴轮返乡，船上免费供膳，有病者也可得到治
疗。同时虞洽卿又电告宁波分公司同当地观宗、
延庆和七塔三大寺院联络，准备收容到甬难胞临
时住宿，并嘱预订大批油包、馒头等食品备
用”［２１］２８６，千方百计帮助宁波同乡摆脱这场灾难。
娱乐界也为汉口水灾伸出援助之手。１９３１

年９月１日《申报》在电影《东方夜谈》宣传广告中
提出：“每场加映《汉口水灾》二大本，洪伟烈实地
拍摄”、“多买一票，多救一命”、“第一次的公映等
于第一天的收入，牺牲助赈”。

（三）国外援助
为救助汉口水灾，美国红十字会捐助赈款十

万美金，合银四十五万元；罗马汉口主教电请罗马
教皇为汉口赈灾捐华银六十四万元［２２］。
日本汉口同仁会医院于水灾开始，便“从事于

救疗，又将院内医员总动员，别组第一诊疗班及第
二诊疗班分驰各处，日夜诊疗，得以救者日有数千
人。然以范围太广，恐有杯水车薪之患，乃由本部
电命同仁会青岛医院分组第三诊疗班于九月五日

发青岛，星夜驰往救援，业于九月十一日到汉，翌
日即开始诊疗”。东京的日本同仁会本部则连日
数次召开理事会，协议救疗进行事宜，除电命在华
各医院互相联络协力之外，更向留日之中华医士
诸位劝驾，组织第四诊疗班，诊疗班“一行所携之
医疗药品甚多，且医员之经验手腕，皆可以一当
千，其能十分活动发挥仁术济世者，自不待
言”［２３］。

五、１９３１年水灾在当时学界之反响

１９３１年汉口水灾被称为百年未遇之灾害，给
国人留下了莫大的创痛。水灾之后，政府方面采
取了各种补救措施［２４］１０３－１０５。
当时许多学者撰文对汉口水灾予以反思。有

指出防水的根本在于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如凤年
《中国的水灾问题》（《文化界》，１９３１年第１期）、
《防救水灾勿忘治本》、《水灾恐怖中之水利问题》
（《尚志周刊》，１９３３年第２４期）等。罗承侨《造林
与水灾》一文，通过理论分析及实践考查，认为植
树造林有益于治水［２５］。汉口水灾之后，张均鉴
《预防水灾之根本办法》（《农业季刊》，１９３１年第１
期）指出应该振兴林业、盛修水利。黄沛霖《水灾
后应有之认识》（《农业季刊》，１９３１年第１期）亦
指出应造水源林。
吕维谦《造林与防灾救民》亦言造林有助于防

灾［２６］。荦群《救灾更宜防疫》称：对于灾后防疫，
“如汉口……等人口甚多，被水甚重之都会，尤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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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严厉执行”［２７］。
有建议武汉每年实行“防水节”，当天全城人

民停业，“每人负土一囊，工作半小时（或纳捐规定
数目，代替负土做工）”［２８］。白郎都《民国二十年
之长江水灾》详细分析了形成汉口水灾的原因，并
建议修复水位预测及水位报告之设置［８］。
因为有１９３１年汉口大水的教训，“对于防水

似乎较以前要更注意，武汉筑了一条工程浩大的
长堤，长江一带都有堤工局的设立”［２９］。但亦有
学者指出：“前年汉口的水灾，受祸达数千万人，当
时朝野上下都很注意，治本治标大计，政府都积极
计划。”但是灾后，却因他故又放任自流，导致水患
不断［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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